
第 17 卷 第 1 期
2017 年 2 月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 社会科学版)

JOUＲNAL OF BEIJING UNIVEＲSITY OF TECHNOLOG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17 No． 1

Feb． 2017

中国核心城市大学生社会信任的社会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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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信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发展现状及其趋势的一种判断和看法的集中体现，是对外界事物一贯的、稳定
的心理准备状态基础上的深层次意识反应。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针对北京和上海在文
化发展、城市定位功能性的不同，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让“城中的人”在社会信任的关系中既表现
出共同性，也凸显现代化背景下的差异性，这既是传统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嬗变，也是中国近代百年历史浓缩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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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的缘起及问题

青年人是社会发展的希望，更是影响社会深刻

变化的主要群体，青年的社会信任不但代表了青年

发自内心对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的反映和判断，也

是透视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态度是一种来自于深
层次主体意识对客体的反映，社会信任的客体是社

会发展的状况、趋势及表现其特征的社会现象，它是
通过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组织等关系构建起来
的。青年是这一系列关系的参与者，也是构建者。
当从相对单纯的家庭和校园关系走向复杂多面的社

会关系时，作为“后入者”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态度变
化不但反映在其意识和言语中，也终将会反映在其

行为中。其态度固然是由其内因所决定的，但是外
在的因素也是影响其态度的重要因素。从“80 后”
到“90 后”，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到高等教育大众化，
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摆脱生存危机，青年的社会

信任始终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积极或消极的变

化，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2008 年经济危机后，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
即使是在社会制度和机制比较成熟和完备的西方发

达国家，也发生了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伦敦骚
乱等事件，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加深，青年作

为社会比较脆弱的群体，其相对剥夺感的存在和经

济危机引发的生存危机，导致其对社会既有体系产

生“不满”“思变”的社会信任主导了近几年从发达
国家和地区到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变革，美国川

普现象的出现，德国右翼势力以及台湾台独极端势

力通过选举等合法手段进入体制内的立法机构，其

主要的支持力量和选票来源是青年人。青年的社会
信任受社会大环境影响发生变化，反之又作用于社

会层面，落实为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发展整体态

势和趋势，2008 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事实
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同一战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反思西方的危机［1］，今天的反思更具有一定的指

向性。
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新旧动能的转换，

“新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
有个性、更加时尚、更会享受成为社会一种新的风
尚，在青年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创业的激情和消费

的热情代表了一种更加积极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发展

趋势，青年成为助推的主要动力。
国内外社会发展态势和青年从中表现出来的社

会信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特殊的指导意

义。处于社会化重要阶段的青年其社会信任的现状
及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青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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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把握青年整体发展动态具有指向性。综上，本研
究旨在分析城市青年的社会信任现状和基本特征，

通过对北京、上海 2 个城市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
人的比较研究，发现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变迁加快

的今日中国社会，我国城市青年人的社会信任现状

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从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 2 个维
度，比较研究北京、上海 2 地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整体
特征及差异性，为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信任水平，

改善人际信任关系和提高组织形象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分析

社会信任整体上讲是人们基于现实生活情况和

经济情况在一定时间内对自我和社会整体状况的一

种内在评价体系，是社会心理的一种表现情况。人
际信任关系，特别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一

个重要的观察点，而从政府到社会及企业等各种不

同组织的信任关系，映衬的是对整体国家发展前途

的认知和合法性的来源。它所体现的是社会成员对
自身与社会未来发展的态度、意见和预期，是重要的
舆论风向标［2］。就构成而言，它包括对以个体为中
心的人际的信任和对国家发展形势为代表的组织的

信任［3］。
( 一) 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

从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关系看，我国的人际

信任与西方“团体格局”明显不同，是一种以血缘和
亲缘为构成的“差序格局”［4］，以己为中心向外推而
广之，且具有明显的亲近、远疏关系。而且以“我”
为圆心，往外依次是家人连带、熟人连带、弱连带、陌
生人，所对应的关系维系原则是需求法则、人情法
则、公平法则等［5］，即在以己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格
局中，“己的利益和价值”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进而
从“己”拓展到家庭中的人、社会中的人、社会成员
间的人际信任，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下，应该是“水
圈”的最外层面的东西。实际上，从传统的中国人
际格局构成上讲，信任的来源分别是履行角色所赋

予的义务、互惠式的人情义务、互助式的奉献义
务［6］，即在传统个体为中心的人际信任关系中，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梯度关系，而这种关系模式又跟角

色和在社会中承担的责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

以“己”为中心的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关系格局( 见图
1) ，而这种格局也可以按照高水平人际信任( 奉献、
乐于助人)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公平对待别人、社
会上大多数人可信) 、基本人际信任( 周围人可信) 、
低信任水平( 提防别人) 和无信任关系( 只顾自己)

的结构构成。图 1 所示的以“己”为中心的关系格
局是从一种关系差的角度建构的人际关系，人总是

自私的，以“己”为中心结成围绕自己的利益集团，
然后向外拓展将利益与亲缘等传统因素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图 1 的格局和笔者的见解。社会信任越
高则高水平人际信任越高，反之越往圈内则越收缩，

人们更注重自己自身及周围人的利益，社会信任水

平就越低。

图 1 以“己”为中心的人际信任水平构成

实际上，基于上述分析描绘的社会中人际信任

关系的水平构成，反映的是“自己人”与“外人”的心
理身份的界限，这种界限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最

基本的信任分类系统［7］。而传统上，中国社会是一
个以血缘共同体为主的特殊信任社会［8］，此种社会

构成也为人际信任在“差序格局”的背景下，由外而
内的延伸奠定了社会和现实的基础。而在英格尔哈
特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研究中，也将人际之间的信

任关系，看作社会价值观整体变化的重要指标。人
际信任水平的高低与物质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在

物质匮乏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重于从生

存需求、从物质主义的角度去建构，而在物质富裕的
背景下，这种关系偏向后物质主义的幸福与自我实

现，人际信任的水平也是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
我们预期，经济繁荣的延长会促进后物质主义价值

观的传播，而经济的衰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9］。
欧洲联盟《欧洲 2020 战略———促进社会融合》公布
的人民在贫困或社会排斥的风险比率( People at risk
of poverty or social exclusion) 数据显示: 经济危机前
后社会排斥( 孤立和贬低社会中的某些群体) 比率

也有明显的变化，危机后的人际排斥比率明显高于

危机前，欧元区 19 国由危机发生前 2007 年的
21. 9%，提高到了 2014 年的 23. 5%［10］，直接印证了
英格尔哈特的相关研究，证实人际信任的关系与社

会经济环境、物质基础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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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对于这种变化无疑也是比较敏感的，多项研

究表明: 在经济危机带来的生存危机背景下，青年人

对外在人际信任的水平比较低，成员之间对外来人

群之间持有某种更直接的排斥心理［11］，从而降低了

人际间信任的水平和质量。
实际上，从传统中国人际关系格局和现实的物

质变化的影响看，这种对人际间信任关系的影响也

是显而易见的，并一代代地传递于中国人的社会交

往的方方面面。
( 二) 社会维度上的组织信任

社会上的组织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从私人的

公司组织、公益组织，到政府组织、政党组织，这既
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各国

社会治理的重要媒介手段。在各种组织中，政府
组织是社会治理的核心。换句话说，社会信任中
对政府信任水平的高低，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

信心和对未来的信心。早在阿尔蒙德进行公民文
化研究时，便将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

视作组织信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看待，帕特南将

人际信任、公民参与社会责任紧密地连接起来，分
析政府信任与人际信任在民主参与上的水平［12］。
英格尔哈特通过世界价值观调查对以经济发展为

代表的物质基础变化对人们的政府信任进行了跨

国的比较研究，对政府的信任关系与物质基础的

变化有直接的关联，存在年轻群体与老年群体的

价值观转移［13-15］。而危机前后，特别是危机后欧
洲 29 岁以下青年人对政府权威尊重的提升［16］，也
表明物质基础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变化关系。本文
采用组织信任而不采用常用的制度信任，其根本

原因在于对制度的信任并不代表对组织的信任，

组织信任是制度信任的前提，制度是由组织根据

其属性建构的，同时组织信任能更好地在现行制

度框架下，探查大学生对不同组织的信任态度，例

如同为行政组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信

任度在大学生身上就有不同的反应。
青年人的组织信任同样含有物质基础变化的成

分，当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公共安全感等评

价变低的时候，对社会的整体信任和发展前景就会

悲观，组织信任的水平就会降低，相对剥夺感体验强

烈的城市其组织信任水平也会下降［17-18］，这是社会

发展的不平等造成的。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分析，
“家”的理念几乎涵盖了儒家社会的精髓［19］。
作为中国社会维系的纽带，家、国、天下是一个

完整的次序概念，建构起了中国人组织信任的梯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其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历史和现实中对社会成员需

求的呼吁和“不忘初心”的执政理念，人们物质生活
的改变增强了对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信任，

也从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构成上让“天下太平”“小
康”成为今天对政府组织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以
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为核心围绕人大、政府、司法、政
协、人民军队、群团组织形成并完善了当代中国公共
组织体系，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将党的触角

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和青年人身边，并伴随着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共同成长，这可以直观地映
射当代中国社会信任的水平。

三、数据源及问卷说明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李春玲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

海市政府上海研究院《北上广大学生群体比较研
究: 就业状况与价值观念》的课题 2015 年调查资
料。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青少
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抽样调查在京大学生，上海

社会科学院抽样调查在沪大学生。其中，北京抽
样调查在校大学生 4 709 名个案，上海抽样调查在
校大学生 1 884 名个案，误差为 1%，从而为比较研
究提供了详实的调查基础和分析基础。为比较分
析的客观性，在北京 4 709 名个案中随机抽取
1 884 名个案进行比较分析，误差同样为 1%。在
问卷设计上，围绕中国特色元素( 文化、制度) 和物
质基础变化比较这一成功的研究路径进行了设

计。围绕文化的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设计了从
高水平人际信任到无信任关系 5 级问题( 见表 1 ) ，
对每个问题的观点，分别从“非常不同意、不太同
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不好说”5 个维度进行测
量，探查大学生在人际信任上的情况。

表 1 个体人际信任调查量表

人际信任水平 问题

高水平人际信任 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乐于助人的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

基本人际信任
在我周围，当前人们的信任状况还

是不错的

低水平人际信任 我和别人交往时会非常小心提防

无信任关系( 己)
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顾自己，

不管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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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组织信任方面，围绕中国特色的组织体

系，从党组织、人大、政府组织( 中央政府、地方政
府) 、政协、司法( 法院、检察院) 、军队、群团组织从
很信任、信任、一般、不信任、很不信任 5 个维度进行
测量，分析大学生群体的社会组织信任程度及影响

因素。选择北京、上海 2 地做比较研究的原因在于，
对城市而言，都是我国公认的一线城市，经济、教育、
科技等发达，市场经济、政府治理能力成熟，青年人
聚集较多，且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无论从收入、出
身、地域文化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可以很好地做好
抽样工作。此外，从文化和物质基础构成上，北京历
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和物质基础构成的关系分析
具有典型性，上海开埠百年，海派文化带来的影响和

经济成分的影响也有代表性，能将传统文化和海派

文化在青年人身上的影响通过比较分析，更好地展

示出来，并分析其影响机制。

四、北京上海大学生个体为
中心人际信任的比较分析

整体上看，上海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的各项

指标均高于北京大学生的相关指标( 见表 2) 。
此外，有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 图 2) ，在整体

的置信水平上，前 3 项迭加，北京、上海大学生整体
上人际信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在不考虑收入、阶
层、户籍、性别等情况下，无论是高水平人际信任，还
是无信任关系，上海高于北京的原因也有其多元性，

但主要因素应跟上海的商业氛围、市场氛围浓于北
京有较大的关系，使其朝向两级发展。市场经济既
是诚信经济，也存在物质至上的问题，这需要靠法治

和道德的手段约束。
从整体概况上( 见表 3) ，态度大多集中在“不太

表 2 京沪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影响

人际信任水平 地区 均值 标准偏差

高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3. 25 1. 081

上海 3. 32 1. 256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 91 1. 53

上海 2. 98 1. 724

基本人际信任
北京 3. 36 0. 982

上海 3. 39 1. 051

低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 73 1. 508

上海 2. 93 1. 565

无信任关系( 己)
北京 2. 62 1. 51

上海 2. 87 1. 726

同意”和“比较同意”2 个方面，持“非常不同意”和
“不好说”表述的大学生，2 市都没有超过 10%，大
学生意见相对集中，但在个别态度和人际信任水平

上，北京和上海大学生差异性较大。
在以己为中心，无信任关系的人际信任水平上，

对“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
观点持“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态度的，上海大学
生明显高于北京大学生，而“非常不同意”和“不太
同意”态度的表达恰恰相反，北京大学生高于上海
大学生，这也与上文( 表 1 和图 2) 所分析的具有一
致性，从英格尔哈特物质基础的分析看，也具有一定

的一致性。北京和上海在文化历史积淀上的差异性
和物质基础导致的物质差异性，如同这 2 个城市的
各自特点，在大学生身上体现的比较明显。
在低水平人际信任上，对“我和别人交往时会

非常小心提防”的观点，持“非常不同意”和“不太同
意”态度的北京学生高于上海学生; 持“比较同意”

图 2 京沪大学生人际信任关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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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京沪大学生个体为中心人际信任概况 %

人际信任水平 地区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不好说

高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2. 8 9. 6 59. 2 24. 6 3. 1

上海 2. 5 11. 1 57. 1 23. 8 4. 9

中等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6. 5 35. 5 43. 8 6. 7 6. 6

上海 6. 3 39. 4 39. 5 5 9

基本人际信任
北京 1. 4 5 60. 1 30 2. 7

上海 2. 1 6. 6 53. 2 34. 6 3

低水平人际信任
北京 7. 6 47. 2 32. 2 6. 1 5. 9

上海 5. 2 40. 7 36. 8 9. 8 6. 9

无信任关系( 己)
北京 8. 5 54. 8 25. 5 4. 5 5. 9

上海 5. 7 50. 9 28. 3 5. 5 8. 7

和“非常同意”态度的上海学生明显高于北京学生。
从整体上看，北京、上海学生持“非常同意”和“非常
不同意”态度的都比较少，大部分集中在“比较同
意”和“不太同意”上，北京、上海学生比例相加，
87. 9%的学生持“不太同意”的态度，69%的学生持
“比较同意”的态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大学生的
态度呈现较大的分歧状态。但是，大多数还是认为
低水平的人际信任还是存在的，而在交往中持“提
防别人”的态度，不能说与社会个人信息泄露，诈骗
较多没有关系。
在基本人际信任方面，对“在我周围，当前人们的

信任状况还是不错的”观点，持“比较同意”和“非常
同意”态度的学生较多，此观点的设置立足点在“我周
围”即对周围“熟人”的信任态度，在“比较同意”方
面，北京高于上海，在“非常同意”方面上海高于北京，
而在“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2个态度上，上海高于
北京，再次显示出上海在两端方面的差异性。上海作
为经济城市，商业、市场活动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经济
交往占比较大，在“周围人”之间容易形成一定的经济
关系，其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也比较明确，相反，北京

这种关系也存在，但相对上海较淡。
在中等水平人际信任方面，当从自己“周围人”

推广到“社会人”的层面，对观点“社会上大多数人
都可以信任”的态度上，大多数再次集中在了“不太
同意”和“比较同意”2 个方面，上海大学生在“不太
同意”和“比较同意”上比例差距不大，分别为
39. 4%和 39. 5% ; 北京大学生两者之间差距为
8. 3%，比例较大。对社会上整体的信任状况，可以
信任还是不可以信任，两地大学生给出的态度也是

相对的。北京大学生持“比较同意”态度的较高，说
明了北京市传统文化环境与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变

化之间，对青年人影响的“印记”; 而上海学生的态
度却相对显示出这座城市和对人影响的“现实性”。
在“不太同意”上，上海高于北京，物质基础因素应
该占有重要作用，在“比较同意”上，北京高于上海，
似乎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高水平人际信任方面，“人们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乐于助人的”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善”
的理念，更是一种社会成员社会责任的体现，持“比
较同意”“非常同意”比例的远超其他选择，并且在
北京、上海都超过 80%，说明当代大学生“心地善
良”，其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即使是在上海这
样的商业都市也同样如此。但是整体上，北京持同
意态度的比例虽差距不大，但略高于上海。在“非
常不同意”和“不太同意”2 个态度上，前者北京高于
上海，这是让人比较意外的微数据变化，但是似乎也

表明了在京大学生受北京环境影响对“乐于助人”
标准的高道德要求; 后者“不太同意”上海则高于北
京，体现的确是上海的“现实”与北京的“纠结”。
在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

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
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20］的
人际关系中，以“己”为中心拓展到“周围人”“社会
人”再到“社会责任人”，从无信任关系的“己”到高
水平人际信任，传统人际信任中是越推越薄的( 见

图 1) ，但是采表 1 均值做雷达图( 见图 3 ) 看，在越
推越远的过程中，就像水中的波纹，其激起的“涟
漪”也是有高有低。大学生在关注“己”利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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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在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实现着作为“团体人”
的社会角色，这或许也是对“西学东渐”百年来，特
别是抗日战争凝聚起的中华民族意识传承至今，突

破传统单一“己”的概念的一种诠释。而作为高水
平人际信任的“助人”虽然离“己”越来越远，但却未
越来越薄，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正随着中国传

统文化中“仁”“善”的元素，渗透在物质富裕时代当
代大学生的内心和举止行为之中。传统文化的影响
性在京沪大学生之间还是略有差异的，特别在无信

任关系( 己) 、低水平人际信任上比较明显，在基本
人际信任、中等水平人际信任、高水平人际信任上，
略有差距，与表 3 所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实际上，
在从“己”向外的拓展过程中，实际上，物质基础的
变化与文化的影响因素，对生活在这 2 个特大型城
市的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是显而易

见的。虽然有很多的微数据，但是所体现的 2 个城
市环境的不同，其所代表的也是南北方文化和环境

的不同。自从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以
后，南方的商业氛围、物质基础胜于北方，浓于北方，
上海开埠百年最早走向世界，所形成的物质特性和

文化特性也与北方有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镌刻在

了青年学子的社会化进程中。而北京历史沧桑和历
史上北方相对商业文化的淡漠，也让其保留了一份

厚重，而市场化和改革开放的推进，也在锻造一个现

代化的北京，厚重与现代化折射在一座古城，也让这

里的人，特别是青年人有时虽然不明显，但是却多少

像今日的北京，有些“纠结”，即在现代化中保有一
丝略高于上海的厚重，而上海却拥有一丝高于北京

的“现实”。人在城中，城在人心中。

图 3 京沪大学生基于均值的人际关系由“己”往外关系

五、北京上海大学生社会维度上的
组织信任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组织架构如同五星红旗四

颗小星围绕一颗大星展开，是以中国共产党作为领

导核心，依次形成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统
一战线组织和群团组织架构。此外，随着市场经济
的发展，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间组织和市场经济

组织形式。但是整体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还是延续
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权组织体系。京沪大学生对
组织信任的概况在整体趋势上保持一致的同时，也

存在差异性( 见表 4) 。

表 4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概况 %

组织

机关
地区 很信任 信任 一般 不信任

很不

信任

党组织
北京 40. 6 34. 9 20. 6 2. 2 1. 0

上海 28. 3 36. 9 30. 4 2. 5 1. 5

人大
北京 36. 1 35. 9 24. 3 2. 4 0. 6

上海 25. 2 39. 4 29. 9 3. 4 1. 5

政协
北京 33. 5 35. 7 26. 8 2. 3 0. 8

上海 23. 2 38. 2 33. 0 3. 2 1. 9

中央政府
北京 43. 3 36. 5 17. 6 1. 2 0. 7

上海 29. 0 41. 7 25. 6 2. 0 1. 1

地方政府
北京 25. 1 29. 9 36. 5 5. 4 2. 3

上海 19. 5 33. 5 38. 2 6. 3 2. 0

法院
北京 32. 2 38. 5 25. 3 2. 5 0. 8

上海 24. 3 42. 3 29. 0 2. 5 1. 3

检察院
北京 32. 4 39. 2 23. 9 2. 5 1. 1

上海 23. 9 40. 9 30. 9 2. 5 1. 2

群团组织
北京 21. 1 31. 9 39. 8 4. 9 1. 3

上海 16. 2 34. 2 42. 3 5. 4 1. 3

总体上看，组织信任水平在京沪 2 地大学生中
明显高于不信任水平，在“一般”这个表态上，上海
大学生的比例均高于北京大学生，而在“不信任”和
“很不信任”的表态上，上海大学生除个别指标与北
京大学生持平，大多数也是超过北京大学生的。在
“很信任”的指标上，北京大学生要高于上海大学
生，而在“信任”的指标上，上海大学生要高于北京
大学生( 见图 4) 。北京大学生持非常肯定的“很信
任”的比例较高，上海大学生则相对较低，而持较肯
定的“信任”和带有一定信任关系态度的“一般”的
上海大学生较高，虽然总体上“不信任”和“很不信
任”的比例很低，但是上海学生的比例要高于北京
学生的比例。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生和上海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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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即在对组织信任的态度上，北京

学生的肯定性要整体高于上海学生，态度的相对模

糊性也低于上海大学生，这也应该与两地的城市特

色和氛围有明显的关系。

图 4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比较

具体看，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区分，

这种城市特色定位带来的差异性是明显的( 见表

5) 。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组织信任关系进行比
较，可以发现: 在“很信任”的维度上，北京学生对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组织信任差距较大，为

18. 2%，上海相对较小，为 9. 5%。可以看到: 北京
大学生更肯定地相信中央政府，而对地方政府的组

织信任度较低; 而上海大学生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组织信任度维持的差距不大。北京大学生的态
度更为鲜明一点。在“很不信任”的维度上，北京大
学生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水平高于上海大学生

0. 3%，在组织信任差距上高 0. 7% ; 在“很不信任”
中央政府上，上海大学生高于北京大学生 0. 4%以
上，数字整体比例不大，从微数据处理上可以看到，

作为首都所具有的独特元素与非首都城市对人影响

的差异性。

表 5 京沪大学生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信任关系比较
%

地区 组织信任 很信任 信任 一般 不信任 很不信任

北京

中央政府 43. 3 36. 5 17. 6 1. 2 0. 7

地方政府 25. 1 29. 9 36. 5 5. 4 2. 3

组织信任差距 18. 2 6. 6 18. 9 4. 2 1. 6

上海

中央政府 29. 0 41. 7 25. 6 2. 0 1. 1

地方政府 19. 5 33. 5 38. 2 6. 3 2. 0

组织信任差距 9. 5 8. 2 12. 6 4. 3 0. 9

在“一般”态度上，北京大学生组织信任差距也
超过上海大学生，且两地大学生对地方政府持“一
般”信任态度的比例明显高于中央政府，这也说明
中央政府的高可信度和高支持度。在“信任”的态
度上，上海大学生的比例超过北京大学生，正好与

“很信任”相反，这与前文对上海大学生在肯定性上
较北京大学生力度较弱的分析是一致的，这也说明

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和政治文化氛围要浓于上

海，而上海较强的经济、商业文化氛围也是形成这种
差异的主要原因。北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上海的文
化氛围，这种差距对青年人社会化的影响，更具有鲜

明的特征。在总体上，持“很信任”态度的大学生北
京高于上海，而持“信任”态度的大学生上海高于北
京，也可以说明这种特征。
另外，在“一般”“不信任”“很不信任”的维度

上，两地大学生比例比较高地集中在了地方政府和

群团组织方面，作为与百姓日常接触最多的是地方

政府，与青年人接触最多的是群团组织，在大学生的

信任度上明显低于其他组织，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将“很信任”“信任”“一般”3 个维度的信任状况进
行叠加，分别对组织进行排序会发现，京沪大学生的

组织信任优先选项既有相同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 见表 6) 。

表 6 京沪大学生组织信任度

整体情况及优先选项 %

排序 北京 比例 上海 比例

1 中央政府 97. 4 中央政府 96. 3

2 人大 96. 3 检察院 95. 7

3 党组织 96. 1 党组织、法院 95. 6

4 法院、政协 96

5 人大 94. 5

6 检察院 95. 5 政协 94. 4

7 群团组织 92. 8 群团组织 92. 7

8 地方政府 91. 5 地方政府 9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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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3 位的排序中，共同的是中央政府和党组织，
最后的排序中共同的是群团组织和地方政府。前 3
项的排序中，不同的组织北京大学生的选择是人大，

而上海大学生的选择是以检察院和法院为主的司法

机关。
从共同性上看，整体上党组织和中央政府的信

任度是很高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和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深入人心，获得了以大
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的广泛信任。群团组织和地方
政府相对后置的排位和信任度，也跟服务水平有一

定的关系，毕竟作为普通百姓最直接接触的政府和

感受来自地方政府和群团组织，作为直接接触百姓

的组织，其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直接影响百姓的信

任评价，而大学生无疑是感受较为敏感的，群团组织

也需要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①的
问题。

① 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共青团中央反馈专项巡视情况，http:∥www． ccdi． gov． cn /yw /201602 / t20160203_73930． html，2016-02-04．

从差异性上看，北京大学生信任度高的 3 个组
织在政权架构中属于主要功能组织，政治性功能强

于一般的业务性功能组织，再次凸显了北京作为首

都的政治功能作用和作为都城形成的历史文化定位

对青年人的影响，即政治氛围浓厚。这是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首都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上海大学生信
任度选择中，以检察院和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关占

有重要地位，凸显的是业务功能性组织在上海的作

用较大。这与上海的经济功能定位具有很大的关
系，商业浓厚、市场经济发达对主体之间问题的协调
的解决更多依靠业务功能性组织，市场经济作为法

治经济，对司法机关的高信任度也是市场高度发展

的必然结果。

六、结束语

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是社会信任的重要构成，

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因素和现代性

市场经济因素交叠在一起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发

展。“西学东渐”百年的历史，其影响并伴随着中国
的现代化是显而易见的。传统“差序格局”下的人
际信任关系在突出以“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的同时，
将血缘、亲缘放在重要的位置，相对西方民族国家的
概念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因素在现代社会以大
学生为代表的青年人中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以后也

不会消失，但是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以社会责任、社
会公民为代表的人际信任关系也占有重要的方面。
以“己”而推，向外从“周围人”“社会人”到“陌生
人”的这层关系虽然存在“提防”的心理，但是以“助
人”的公民责任为代表的高水平人际信任，也是中
国社会现代化成绩在社会心理层面的体现。
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中，北京、上海 2 座城市定

位和传统的不同，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其差异性

体现在文化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影响。物质基础的因
素和城市经济的定位让上海的大学生对业务性组织

的信任相对北京较高，后物质主义的价值倾向在中

国青年人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中国文化的因素

让这种倾向在家庭和为人处世中又回到了传统的发

展脉络中，这也算是儒家文明圈的一种共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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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al Trus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re Cities of China: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MA Feng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Sociology，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Social trus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judgments and opinions of the social members o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trend of social development，which is based on the state of the deep consciousness
reaction to external things consistent and stable psychological prepara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are th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trus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urban functional difference，the Chinese societ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in
Beijing and Shanghai，let“city people”in the social trust relationship not only represent the common，
but also highligh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ackground of modernization， this is a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ibrillation and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concentrated development．
Key words: social trust; urban youth; interpersonal trust; organizational trust; post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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